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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中心」的邊陲地區：比較金門、香港

與澳門「國族認同」的建構因素

林政緯 *、陳建民 **

摘　要

透過雙重中心下的邊陲概念與歷史比較途徑，本文討論並解釋金門、澳門、香

港三地居民的政治認同，特別是國族認同的程度為何會有異同。在自變項上，本文

以雙重中心的國力／文化影響力大小對比，以及該地議會的功能作為解釋的因素，

而將金門、澳門與香港，分別定位為「體制內的中國人認同」、「體制外的中國人

認同」，以及「體制內的本地認同」等三個模式。本文對於解釋三地的中國認同差

異，試圖結合國家綜合國力與國內的議會政治，提出一個更具備比較性的解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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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eripheral areas under the “Double Center”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explains the identity of the residents in Kinmen, 
Macao, and Hong Kong, especially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n 
term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this article uses the Double Center’s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ocal council as explanatory factors, and position Kinmen 
as “Chinese identity within the system,” Macao as “Chinese identity outside the system,” 
and Hong Kong as “Local identity within the system.”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can clarif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outlines of the three cases more clearly, 
which could contribute to relevant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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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2019年6月，香港爆發「反送中」的抗爭運動後，港人對中國政府治港的

長久不滿，爆發性地宣洩出來（翟思嘉，2019：中央通訊社）。文獻指出，香

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該地對於中國政府的抗議活動不斷，顯示了港人對於

「一國兩制」的不信任，並從而引發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懷疑以及對香港認

同的自我強化 (Bhattacharya, 2005)。但同樣在地理上屬於中國邊陲地區的澳門，

卻有著顯著的不同。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但澳人對中國的認同，卻高於香港

人（王曉笛，2018：新華澳報）。

除了香港與澳門對中國的認同 (identity) 外，1另一個文獻上常與之比較的地

區是臺灣。鄭宏泰、黃紹倫（2008）透過幾個指標去測量三地的中國身分認同，

包括生活的感受、經濟狀況與社會生活素質、社會信任與生活預期、歸屬感與移

民計畫。然而，用臺灣與港、澳地區相比較，其可比較性 (comparability) 是比較

脆弱的。2舉例來說，臺灣屬於中央政府層級，具有主權的排他性；此外，臺灣

的土地面積與人口之眾，都非港、澳可比擬。換言之，在現今中華民國治權統治

之下的地區，似乎應該另尋一個更適合的個案來和港、澳進行比較。

我們認為，或許金門是一個更適合與港、澳進行比較的個案。這三個地區

都屬於次國家政府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的層級，也就是屬於中央政府治下

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卻對於涉外事務或地方治理上，保有一定的獨立權力。3

這三地的歷史背景，都曾受到兩個政治「中心」(center) 的宰制或影響。Jane 
Burbank和Frederick Cooper認為，作為國家形式的中心或帝國，對外採取權力擴

張的政策，在吸納新的群體時，仍維持區隔與階級制度 (maintain distinction and 
hierarchy)。相對於帝國，民族國家則較為強調國民之間的平等地位 (Burbank & 
Frederick, 2010: 8)。換言之，作為國家形式的「中心」，會採取所謂的差異政

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對於內在族群與邊陲族群的治理，做出一定的區隔 
(Burbank & Frederick, 2010: 11-13)。

1 這裡指的認同，是社會上之人群，因性別、人種、民族，或宗教等因素，而產生集體性

的共同利益，並由此展開的相關之政治活動。對於政治身分認同的討論，參見Smith (2004: 
302-304）。

2 關於政治科學對於可比較性的討論，參見 King et al. (2004)
3 對於次國家政府的討論，參見辛翠玲（2005：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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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個地區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上，我們採取「國族性」

(nationality) 的概念界定。國族與國家的不同，在於前者更強調社群之間所共有

的種族性與文化性 (ethnicity)，從而進行「國族建構」（蔡英文，2001： iii）。

在Emest Gellner的著作中，對於國族進行了統整性的定義。他認為「只有在兩

個人分享同一個文化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個國族。」以及「只有在兩個人

承認彼此同屬於一個國族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個國族。也就是說，國族塑

造個人」（Gellner著，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8）。換言之，我們在討論金

門、香港與澳門的國族認同時，強調該地民眾對於兩個政治「中心」（國家）

的「文化認同」，用Gellner的話來說，就是一套「思想、表達、社交，以及行

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Gellner，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8）。

香港與澳門分別在1842年與1887年，被割讓給英國與葡萄牙。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至港、澳回歸期間，這兩地分別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英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葡萄牙等「雙重中心」的統治或影響。金門在

1948年，被中華民國宣布進入戒嚴體制，直至1992年才解嚴。而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迄今，也一直宣稱對金門擁有主權。作為次國家政府的金門，雖然治

權屬於中華民國，但該地區也試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發展一定程度的聯繫

以取得經濟利益 (Szonyi, 2008)，特別是在1992年金門終止戰地政務後，更是如

此。換言之，金門在1992年迄今，也是在「雙重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與

中華民國—之間進行對彼此的互動。

本文討論上述三地在「雙重中心」架構下，中心與邊陲之間的互動，以及如

何影響邊陲地區住民的國族認同。我們在第貳節指出三地在中國人認同的差異，

並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雙重中心與邊陲地區。第參節將金、港、澳放置在雙重

中心的概念下，來進行討論。第肆節是歷史比較的分析架構：邊陲地區的四種民

族認同模式。第伍、陸、柒節為本文的個案研究。最後，是全文的結論。

貳、分析架構：「雙重中心」的邊陲地區

金門、澳門與香港三個案例的身分認同，屬於文獻提及的邊陲民族主義 

(peripheral nationalism)。所謂的邊陲民族主義，主要指的是居住在國家邊陲地

區等特定領土的住民所建構出的政治認同。在他們的身分認同中，對於該國政

治認同的程度可能不一，有些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有些則可能疏離，甚至尋

求獨立。在全世界的案例中，例如英國的威爾士 (Wales)、北愛爾蘭 (Northern 

Ireland)、法國的布列塔尼 (Brittany)、荷蘭的佛里斯蘭 (Friesland)、西班牙的巴

政治學報(70)-02 林政緯.indd   44政治學報(70)-02 林政緯.indd   44 2020/12/31   下午 02:49:132020/12/31   下午 02:49:13



 45 「雙重中心」的邊陲地區：比較金門、香港與澳門「國族認同」的建構因素

斯克 (Basque Country) 和義大利的科西嘉 (Corsica)。這些邊陲地區的民族主義，

希望追求一定的自治權力 (Williams, 1997: 424)。

這類分析框架也被學者用來進行對東亞國際秩序的研究。以日本為例，在

其文明開化與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中，依偎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國體系邊陲，

以及以西方為核心的脫亞入歐之格局。這種後殖民的心態，使得日本的「自身

存在」，建立在「亞洲／中國／西方」三組關係中，呈現出三角的消長關係。

日本在建立邊陲民族主義的過程中，企圖對中國進行「區域化／模糊化」的建

構，以使得日本能夠取得與中國對話的地位（邵軒磊，2010）。

透過邊陲民族主義的概念，香港學者方志恒進一步提出「中心／邊陲框

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他以香港為案例，去分析中央政府（北京當

局）與香港自治區的政治關係。方志恆把北京作為「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

將其和其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種動態的互動過

程。他認為中心政權對於邊陲地區，往往採用一種吸納或同化的政策，企圖去

影響邊陲地區的身分認同，使之效忠於中央政權。但以香港為例，邊陲地區強

調其自身原有制度、理念或文化的特殊性，因此不見得會接受中央政權的拉

攏。換言之，中心與邊陲，處於一種張力的拉拔關係，兩邊的互動端賴於彼此

實力消長的影響，而呈現出一種長期之間，既有鬥爭又有合作的策略性互動 

(Fong, 2017)。方志恆提出的概念，對吾人研究邊陲地區的身分認同，提供了清

晰的分析框架。

但在許多案例上，邊陲地區並不僅僅受到一個「中央政府」的影響。以臺

灣為例，吳叡人認為臺灣過去是日本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共同邊陲，他以「帝國

夾縫中之碎片」(fragment of/f empires) 來形容這種被兩個中央政府一起箝制的邊

陲民族主義（吳叡人，2016：12；Wu, 2004）。林泉忠則以琉球為例，認為該

地在被併入日本之前，也長期受到中華帝國與日本帝國兩個中央政府的控制。

雖然琉球人在近代出現民族獨立的思維，誕生「琉球民族主義」，但在中華帝

國這個「中心」，以及日本興起的「準中心」（後來取代中國，在1945年之前

成為東亞的中心）的雙重壓力下，本來琉球奉中華帝國為宗主國，卻在1879年

被日本併吞為國土的一部分（林泉忠，2017）。無論臺灣或琉球，都可以看到

兩個中心帝國（中華帝國、日本帝國）為了爭奪邊陲地區，進行兩大國之間的

相互競爭。

誠如前文所述，本文在定義「中心」的概念時，主要採取Jane Burban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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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Cooper提出的觀點。就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心不一定是地理上的

統治概念，而是政治、文化或經濟的宰制關係 (Hardt & Negri, 2000)。在本文的

操作型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上，只要A國（主權國家）對B地（次國家政

府）存在治權 (jurisdiction) 的要求，即便A國尚未對B地擁有事實主權 (de facto 
sovereignty)，則我們視A國與B地之間存在著中心與邊陲的關係。4對此，本文提

出了三個個案，分別是1992年迄今的金門、1949 ~ 1997年的香港，以及1949 ~ 
1999年的澳門。雖然港、澳早在清代或明代就被英、葡占領，但本文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政之後為研究期限。

作為「雙重中心」下的邊陲地區，金、港、澳三個次國家政府，都試圖

在兩個主權國家之間進行互動，來爭取最大的權力。兩個中心之間，可以再根

據是否擁有事實主權來區分為主要中心和次要中心。在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 theory) 的分析中，透過核心／邊陲 (core/periphery) 的架構來討論政治地

理學上的宰制關係 (Painter & Jeffrey, 2009: 180-182)。而雙重中心雖然都較屬於

核心的領域，但本文再將之區分為主要中心與次要中心。若A國對B地擁有事實

主權，來認定A國為B地的主要中心；若A國只擁有對B地的治權要求，則前者僅

為次要中心。根據以上的闡述，相關內容可見圖一。

圖一顯見，在雙重中心的秩序圈下，呈現主要和次要中心。主要中心在

該秩序圈當中，位於第一個內環，次要中心則居於第二個內環，代表彼此在秩

4 關於事實主權與治權的討論，參見 Colangelo (2009: 626)。

圖一　「雙重中心」與邊陲地區關係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註：實線單箭頭代表宰制關係，虛線雙箭頭代表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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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圈的差序地位不一。這兩個中心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此外，邊陲地

區則位居最外圍的環線內，而上述兩個中心，都對這個邊陲地區進行箝制與干

預，試圖操控其政治認同。

參、金、港、澳的邊陲地位與對中國人的國族認同

透過圖一的分析架構，我們列出三個討論的個案。分別是金門（1992迄
今）、香港 (1949 ~ 1997)，以及澳門 (1949 ~ 1999)。在這三項個案中，都有主

要中心、次要中心，以及邊陲地區三個要素。而如上文所述，在定位主要中心

的概念時，是以該國是否擁有對邊陲地區的事實主權為依據；而次要中心則僅

對於邊陲地區具有治權要求，尚未擁有事實主權。相關內容可見表一。

1949年可視為分析三地對中國人認同的重要分水嶺。香港、澳門雖早在

1949年以前就已由英國與葡萄牙治理，但是中國人民與港、澳之間的流動仍屬

自由且不受限制。甚至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中，港、澳社會均受到中國政治

不同程度之影響。例如五卅慘案後，藉由廣州以及香港所發起的省港大罷工，

隱約可視為在民族主義激化下的一種對中國人認同的展現。因此，1949年以

前，三地居民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並無多大分別。但從1949年開始，中共取得

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並實施共產主義後，國民黨在臺灣另外成立政權，與香港及

澳門這兩個英、葡殖民地一樣，分離於中國大陸，繼續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由

於共產中國與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與對抗，最後影響了三地

居民的身分認同（鄭宏泰、黃紹倫，2008）。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政

治意識形態的差異，加上冷戰的框限下，香港與中國之間的人員交流受到影

響，同時也產生對香港內部的中國國族認同發展。

這三個邊陲地區，在近年來對中國人認同的程度，出現了不完全一致的情

形。以港、澳為例，大規模的民調資料在1990年之前並沒有設置。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畫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對於港、澳

民眾在回歸之後的中國人認同，有做出跨時間的調查，其資料可見於香港大學

民意網站（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n.d.：香港大學民意網站）。我們使用這份

表一　雙重中心與邊陲地區關係表

個案 主要中心 次要中心 邊陲地區

金門（1992 迄今）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金門縣

香港 (1949 ~ 1997) 大英帝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地區

澳門 (1949 ~ 1999) 葡萄牙 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地區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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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對於香港與澳門回歸之後的中國人認同做了分析。在該項資料中，對於

訪民認為其是中國人，或是港／澳人，做了問卷調查。在問卷中，10分代表絕

對認同，0分代表絕對不認同。其結果呈現在圖二。

由圖二顯示，港、澳民眾的中國人認同確實不太相似。在香港於1997年回

歸後，港民認為其為香港人的認同指數，就大於認為其是中國人。這個差距在

2010年之後，急速擴大。而澳門在1999年回歸後，其民眾認為是中國人的指數

要高於認同為澳門人。在2012年之後，澳門民眾對於其為澳門人的認同則要略

高於中國人（在2015年的數據，其中國人認同又高於澳門人認同），但兩者的

差距有限，在0.3分以內。整體來說，澳門民眾在回歸後，其認為是中國人的指

數，確實遠高於香港民眾。

在金門的中國人認同之調查上，並沒有政府或學術機構進行相關工作。我

們找到的相關資料，是李慈榮（2010）的碩士論文〈金門地區民眾國家認同與

地區認同之研究〉。在該論文當中，作者在2010年4月分，透過電腦隨機抽樣，

針對20歲以上設籍金門的民眾施以電話訪問，成功地獲得824位金門民眾為樣

本，進行對身分認同的統計（李慈榮，2010：20）。作者將認同指標區分為：

一、臺灣人 (156)；二、中國人 (345)；三、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95)；四、

金門人 (145)；五、沒意見 (29)；六、很難說 (26)；七、不知道 (19)；八、拒答 

認
同
程
度

年分

圖二　港／澳民眾在回歸之後的中國人認同指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n.d.：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註：1. 粗黑色實線是香港民眾認同為港人的指數，粗黑色虛線是認同為中國人的指數。

　　2. 細黑色實線是澳門民眾認同為澳人的指數，細黑色虛線是認同為中國人的指數。

　　3. 在澳門民眾的統計資料中，欠缺2010年的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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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慈榮，2010：43）。我們把指標五、六、七、八作為遺漏值 (84)，因此

有效樣本減為740。相關統計內容可見圖三。 

圖三可見，金門人在2010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數高達345，其比例為

有效樣本數的47%。但相對的，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數目只有156，占總數的

21%；認為自己是金門人的數目為145，占總數的20%；認為是臺灣人也是中

國人的數目，是95，占總數的13%。由此可見，金門人在對中國人認同的指數

上，是相當高的。

金、港、澳三地的政治認同，出現了不盡相同的情形。這使得我們需要進行

跨個案的歷史比較，去討論三地關於政治認同的建構過程，以充分解釋該問題。

肆、跨個案的歷史比較途徑

在研究途徑上，本文採取比較歷史 (comparative history) 的方法。比較歷史

強調從個案之間的歷史或過程，提煉出重要的解釋項，來解釋個案之間的結果

為何會出現異同 (Mahoney & Rueschemeyer, 2003)。在進行比較歷史的研究設計

上，最好能處理在條件類似的情況下，為何結果（依變項）會不同。以親中或

反中為例，如果親中是屬於「正面」(positive) 案例，則吾人必須另外找反中的

案例做為「反面」(negative) 個案，來加強因果推論 (Ragin, 2004: 103-133)。

樣
本
數

身分認同

圖三　金門人對於身分認同的統計圖（2010年）
資料來源：李慈榮（2010）。

註：有效樣本數：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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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比較研究上，依變項的性質最好是清晰而無可爭議 (King, Keohane, 
& Verba, 1994: 107-108)。本文將三個案例的依變項，處理為兩組二分變項 
(dichotomous variable)。

一、國力／文化影響力的對比

我們在解釋為何該地住民會如何進行族國認同的建構時，是以主要或次

要中心之國力大小的對比，與文化影響力為變項。香港、澳門與金門都曾經或

現今身處「雙重中心」的邊陲地區。國力的強弱對比，可以解釋這些邊陲地區

的國族認同為何會偏向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國力

與英國國力的差距，不若中國與葡萄牙來得大，使得香港對於中國人的國族認

同，不若澳門來得高。文化影響力則可以提出另一個角度，去解釋何以金門對

「中國人」身分的國族認同與建構，獲得迅速發展。簡言之，中國對金門的文

化影響力，可能相當巨大。

首先，是國力大小。許多學者提出關於國力的計算方式，例如為學界眾知的

計算方式，是Ray S. Cline在1975年提出的公式：國力 = （基本體積 [critical mass, 
C] ＋ 經濟能量 [economic capability, E] ＋ 軍事能量 [military capability, M]） ×  
（策略目標 [strategic purpose, S] ＋ 貫徹意志 [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W]）
(Cline, 1975)。由於早期關於國力的資料比較難尋找，Robert Białoskórski等人也

對於世界各國的國力，就國家整體經濟排名、軍事力量排名，以及地理條件的

排名為指標，進行測量與排名 (Białoskórski, Kiczma, & Sułek, 2019)。我們以國

際關係研究上，學者慣用的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資料庫為資料，5將1949 
~ 2012年臺灣（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英國與葡萄牙四國國力，在世界

排名的數據整理於圖四。

在對是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議題上，圖四的分析架構顯示，雙重中心之

間的國力對比大小，可能是一個關鍵。這個解釋的機制 (mechanism)，在於國力

的對比若不大，則主要中心容易發揮較為強大的治理能力，強化邊陲地區民眾

的政治認同。反之，若國力對比太大，主要中心與次要中心的國力差距過大，

則無法對邊陲地區的民眾產生過大的國族認同。

而上述國力的強弱變化，進一步投射在其國力所展現的文化認同之影響力

上。在國際環境之中，文化可視為一個用以說明行為者（國家、民族或其他團

體）權威及身分集體模式的顯著標誌。Thomas Fitzgerald認為文化是人們形成

5 該資料庫的計算年限為 1816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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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如何活動？」、「我們應該往那裡去？」等意識的

基本框架，認知的多樣性及普遍圖樣的建構是構成文化與認同關係的核心特色

（葉定國，2004：140）。國族建構當中的文化認同，提供該成員塑造自身主體

性 (personal autonomy) 的素材，它為成員們提供了脈絡 (context) 來幫助他們理解

各種不同選擇的意義，使人們對於國族認同更為強化（李心文，2012：8）。 

因此，本文整理中國、英國、葡萄牙等國家文化影響力在世界的排名，

說明對應國力的發展所帶來各國文化影響力的變動。我們採用「現代化研究網

站」的「世界文化現代化指數」（1990 ~ 2005年文化影響力指數和排名）為資

料。相關資料可見於表二。

該份數據，並未列入臺灣（中華民國）的資料。但從文化的對比來說，中

國與英國的對比，要小於中國與葡萄牙的對比。這可以說明為何在殖民時期，

澳門對中國的國族認同程度，要高於香港。至於金門的部分，我們只能依據國

力大小的對比（圖四），間接推論金門從1992年迄今，對中國的國族認同程度

可能較大。

二、議會功能是否強大

是否有強大的議會力量來反映民意，影響該地人民對中國人「國族認同」

的民意表達方式。在功能強大的議會上，其可以代表民眾進行民意的訴求與表

達，進而影響政府決策。關於議會制度化的概念，學者已經有相關討論 (Polsby, 

年分

名
次

圖四　臺、英、葡、中在全世界的國力排名比較圖 (1949 ~ 2012)
資料來源：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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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在議會功能不彰的個案中，可以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為例，在過去它只

能視為是橡皮圖章 (rubber stamps)，雖然有學者認為現今它的制度化已經比以前

進步許多，但仍未臻西方議會的程度 (Cho, 2002)。

我們對於議會功能是否強大的觀察指標，主要是該議會是否能充分反映民

意。就此標準來看，金門、香港與澳門三地，金門縣議會具有比較強大的制度

化。舉例來說，金門議會具有長久的地方選舉歷史，其議會對於民意的代表功

能充分，專業性強，是非常制度化的建制（林政緯，2016）。金門在1992年解

除戰地政務後，開放民選議員，議員中並未有如同香港與澳門委任或官派的代

表席次，因此是三者中最能完全表達民意並發揮議會功能的案例。

至於英屬時期的「香港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制度

化弱於金門，當時的非官守議員 (unofficial member)，6華籍議員的比例最高，可

參見表三。早期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非富即貴，從1850年首設非官守議席，至

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香港共產生了98名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不包括官員以

非官守身分出席立法局者），其中不是英資洋行的大班，便是銀行家、律師、

醫生、會計師及建築師（王賡武，2017：95）。但無論如何，非官守議員的人

數，以華裔較多，某種程度仍能反映民意，儘管如此，立法局裡的華人議席卻

不多，約只有二至三人，相對於英人，力量顯然有所不及，華人勢孤力弱，故

也導致華人議員在立法局發言不多。因此，該立法局的民意代表性與反饋功

能，制度性基礎是較金門為弱。

最後，葡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Assembleia Legislativa)，則屬於

在三地中，民意反饋功能最弱的議會。葡澳立法委員會在葡萄牙民主革命勝利

後逐漸成為首要的立法機關。在此基礎上，澳門第一屆立法會於1976年正式成

立。自此澳門進入了葡萄牙管治時期，並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行政為主導、立法

6 意即非由官方指派的議員。

表二　三國的文化影響力排名表

國家

年分

1990 1995 2000 2005
英國   4   4   4   3
中國 11 11 10   7
葡萄牙 38 27 25 24

資料來源：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2015：現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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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及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緊接著，1976年8月第一屆立法會正式開始運行，

從1976年至澳門回歸之前共選舉了六屆立法會：第一屆澳門立法會是由澳門居

民以直選、問選和總督委任的混合方式選舉出來，共有約三分之一的直選議員

（7位），約三分之一的間選議員（5位），及約三分之一澳門總督委任議員（5
位）（張生、幸顏靜，2012：48）。

從澳門組織章程中關於澳門總督和立法會的立法權限來看，澳門立法體

制的重要特徵是「兩層雙軌」。「兩層」是指葡萄牙主權機關與澳門立法機關

都可以制訂法律，「雙軌」則是指總督和立法會享有互不隸屬的立法權。在葡

萄牙管治下的葡澳立法會與總督共用立法權，總督是行政權的代表，葡澳立法

會相當於總督的諮議機關，其可就總督的施政立法提出意見，但意見不具約束

力。此時的葡澳立法會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獨立且擁有完全立法權的機關

（張生、幸顏靜，2012：48-49）。此外，在回歸中國之前的澳門立法會，葡裔

菁英控制了大部分的選舉過程，華人參與的空間有限（蔡永君，2016：47）。

這使得「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很大程度只是為葡萄牙政策背書的橡皮圖

章，很難稱為是具有代表民意基礎的議會機構。

三、國族認同的分析架構

本文從國力與文化影響力大小的對比，以及議會的功效，來做自變項，去

分析三地的身分認同為何會有異同。我們將內容整理於圖五。

表三　香港立法局在英屬時期的「非官守議員」人數與族裔統計表

年分 華籍 印籍 葡籍 歐籍

1950   3 0 1 3
1952   4 0 1 3
1954   4 1 1 2
1959   4 0 1 3
1960   4 1 0 3
1966   9 1 0 3
1969 10 0 0 3
1971 11 0 0 2
1973 11 0 1 3
1976 17 0 1 4
1977 19 0 1 4
1980 19 0 1 6

資料來源：Miners (198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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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雙重中心宰制的邊陲地區，作為分析金、港、澳的整體性概念 
(overarching concept)。在依變項的處理上，我們以對中國的國族認同為觀察值。

在自變項的處理上，則區分為中心實力對比的大小，以及議會功能是否強大。

雙中心的實力對比愈大，則邊陲地區的中國人認同程度愈高；議會功能愈強

大，則該地民眾愈走向建制內的方式來表達其身分認同的訴求。換言之，本文

區分了「建制內的中國人認同」、「建制外的中國人認同」、「建制內的本地

認同」，以及「建制外的本地認同」。而金門、澳門與香港分別符合前三項的

歸類。

伍、被臺北遺棄的孤島？金門在1992年之後的中國認同

有關金門地區的「中國人」認同分析，若從雙重中心的結構來看，金門

的主權隸屬於中華民國。但在兩岸分裂以前，「金、廈、漳、泉」是一個生活

圈，四地在經濟、社會、人文一直緊密交流。因此對金門人而言，對中國的認

圖五　跨域比較的變項與路徑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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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基於地理位置、文化、民族、社會、血緣等自然存在的（吳啟騰，2016：

金門日報）。而1949年兩岸分裂以後，金門的戰略地位促使其轉變為軍事前

線，防禦臺灣的主權與安全，也中斷了與中國大陸之交流。

但對金門人建構一套鮮明的臺灣認同卻是困難的。在冷戰期間，金門人

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上，成為「反共復國」的前線，被迫投身到國共對立的

漩渦中。在冷戰結束後，兩岸關係逐漸從敵對轉向彼此交流，金門過去的政治

或軍事地位不再。進入1990年代之後，金門人愈來愈覺得被臺灣政府邊緣化。

特別在1992年政府解除戰地政務，並進行大規模撤軍，使得金門的經濟不斷衰

退，民進黨甚至主張「金馬撤軍論」，將國軍從金門的戰地前線完全撤離（黃

昭能，2010：2）。

在臺獨的政治訴求成為臺灣民眾的重要選項之一後，中華民國政府放棄金

門主權的想法，成為金門人的一個焦慮來源 (Szonyi, 2008: 68-71)。中華民國在

1990年代，李登輝政權的主導下，開始推動「臺灣化」，這個路線一直延續到

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以強調「臺灣」身分認同來取代中國人認同（張玉

法，2018：8-9）。隨著臺灣化的過程，由於地理上之距離差距，逐漸造成金門

對於中華民國之政治認同鬆動。

在經濟的考量下，中華民國政府亦藉由補助或推動經濟發展方案來改善

金門經濟的困境。但此時，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9.4%。經濟快速成長下，逐漸建立與世界生產銷售、分配的網絡，參與全球資

本主義市場，從貿易獲取資源與技術，變成全球製造業的工廠（高朗，2006：

56-58）。經濟的持續發展，導致中國大陸國力的持續強化，在1997年亞洲金

融風暴，與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不僅強化在東亞的經濟地位，同時在

2009年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使得其消費力與旅遊人數上升，進而帶動金

門觀光經濟成長。

反觀中華民國的國力發展，1950 ~ 1990年中華民國的經濟憑藉著廉價的勞

工和生產線，以加工出口的工業帶動，成就了經濟奇蹟。但進入90年代後，臺

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卻因為適逢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形成許多臺商將資金與

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影響臺灣的經濟發展。同時隨著近年來兩岸經濟整合之

進展，臺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不斷提高。以出口貿易為例，大陸市場已占

臺灣總出口的40%（含香港），增加了近四倍；但大陸對臺灣的進口依賴大致

維持在8 ~ 9%之間，變動不大。進出口貿易合計，則臺灣對大陸市場之依賴程

度從不到4%增加到31%，而大陸對臺灣的依賴則從2%左右增加到4.9%，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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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呈現極不對稱的現象（高長，2017：13）。這也使得臺灣政府在經濟上的疲

弱，更無力就金門地區的經濟發展投入更多規劃。 

現階段就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國力發展來分析，圖四的內容顯示，兩國的綜

合國力差距日益擴大。此外，再依據《2018亞洲國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 
2018)報告就亞洲25個國家進行排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綜合國力排第2，而中華

民國則排名第15 (Lowy Institute., 2019: The Interpreter—Lowy Institute)，雙方的國

力差距將日益變大。基於兩岸國力的差距，自然也將對金門地區的經濟發展帶

來不同的作用。自2001年開放小三通政策後，更加速金門對廈門的經濟依賴，

特別是觀光收益的部分，中國大陸也逐漸成金門的觀光經濟之主要來源，而在

經濟利益的影響下，將使得金門的政治認同有逐漸往中國大陸傾斜的趨勢。

以實際的發展來看，金門地區人民的政治認同相對單純。金門的政治生

態基本上以泛藍勢力為主。「泛藍」主要包含信奉三民主義、體制內改革、大

中國意識、中國統一、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意識形態立場（陳文俊，2003：
42），形成金門獨特的政治認同。此獨特的政治認同或許可由金門地區對於中

國大陸經濟依賴的面向來分析，特別是2001年小三通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旅遊

人潮，取代了戰地政務時期軍人對金門經濟的支撐，使得金門在經濟上，對中

國人認同的逐漸形成。金門地區地屬偏遠的離島區域，本身發展條件受到地理

環境、嚴重人口外流、資源及基礎設施不足等問題影響，推動工商業發展原本

較為不易，又因1992年戰地政務解除及「國軍精實案」之實施，原仰賴國軍消

費之民間企業大幅縮減，使得金門地區工商業發展環境更為艱難（陳建民，

2008：54）。依近年來小三通的往返客流中，陸客約占45%，其中自由行約占

70%、團體約30%；而且2019年1到6月小三通整體成長近21%，可見陸客對於小

三通，甚至對金門整體經濟，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黃慧敏，2019：中央通

訊社）。

最後，就金門的政治體制進行分析，與港、澳情況不同。金門在落實地方

自治以來，金門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上，議會扮演主導與促進之作用。地

方政府每年編列千萬預算給每位議員作為小型工程款，議員有建議權，可建議

縣府加強地方建設，但議員的角色是地方政府的審核者，也是預算的審核者，

審核者涉入預算的核發，而使得議會或議員的權力相當大（林政緯，2016：
124），能夠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策。自兩岸交流以來，金門縣議會更是扮演金門

與中國大陸交流的推手，積極監督地方政府的政策規劃。例如，在金門縣議會

第6屆第7次臨時會，議會對於金門縣政府「共創金廈30分鐘生活圈發展經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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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區專案報告」的政策構想進行監督（金門日報，2016：金門日報），議會對

於金門產生建制內對中國人認同的強化十分具有影響力。

基本上，金門議會功能充分代表民意，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在兩岸政策部

分，金門縣議會也常表達不同於中央政府的立場。如金門自大陸引水工程的政

策，過去金門縣議會即從民生需求的角度表達支持的立場。2018年陸委會要求

金門縣政府暫緩兩岸通水典禮，議會更由議長組團前往參加通水儀式，並強調

兩岸的通水對民生用水與金門未來的經濟發展之助益（中央社，2018：中央通

訊社），形塑出特殊的中央與地方政治關係。因此，就金門地方政治發展來

看，議會扮演推進的角色對於中國人認同之強化，使得金門的政治認同，由最

初冷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認同，延續到戰地政務解除後，進一步受到經濟因

素強化與驅動。此外，更加上有制度化的議會作後盾，而逐步成為某種程度之

「建制內的中國人認同」。

陸、澳門社團組織的活躍與葡國勢力消退

自19世紀以來，荷蘭和英國所成立的強大東印度公司已經取代了葡萄牙貿

易在整個16世紀所獲得的仲介作用。葡萄牙幾乎喪失在亞洲國家間交易及作為

向歐洲世界販運東方產品主要的角色。葡萄牙控制之下那些為數不多的殖民地

的經濟利用也是有限的（蘇一楊，2007：444）。而澳門是當時葡萄牙建立一個

對華貿易的重心，自鴉片戰爭以後，英國占據香港，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更取

代澳門貿易港口的地位，也使得澳門經濟地位的下降，進而降低葡萄牙對澳門

的重視。而進入20世紀之後，葡萄牙國內政局因經濟衰退而動蕩不安，1910年
10月5日布拉干薩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國，故更無暇顧及澳門事務（吳志良，

1999），造成葡澳政府對於澳門的統治趨於弱化。

同時，由於里斯本政權對澳門事務的反應嚴重滯後，導致澳葡政府不能及

時處理內務。居澳的葡人認為獲得中國的保護，比其他國家的保護更有利，無

形中突顯中國對於澳門實質的影響與控制力。直到1840 ~ 1949年之間中國在遭

受列強侵略的同時內戰頻仍、中央政府無暇顧及澳門事務時才有所改變。但葡

人即使完全占領澳門、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權力體系，也從來未能獲得占澳門人

口九成以上的華人社會的控制權，華人社會多是自治和接受中國官方指示（黎

熙元，2005：19-20）。

自中共建政後，中葡兩國發生了不少衝突。主要事件有：1950年3月6日的

過路環事件、1952年7月25日至8月25日的關閘門衝突、1955年「葡萄牙據澳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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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慶典事件」，以及1966年12月3日的「一二．三事件」。其中又以1966年11

月15日，因氹仔因工人修建坊眾小學，澳葡當局認為手續未完備，加以禁止，

進而引發員警防暴隊出動鎮壓的「一二．三事件」最為重要。在此事件後，挑

起澳門內民族主義。澳葡當局錯估內外形勢採取鎮壓手段釀成死傷，反而引起

澳門華人更加反感，中共趁機以「民族大義」號召相挺，對抗「帝國主義」。

在上述事件中，中共趁此機會積極採取對澳門同胞的宣傳和拉攏，爭取澳門華

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曾祥明，2016：6-7）。

在此同時，受文化大革命衝擊影響，使得左傾風潮對里斯本與澳門當局形

成挑戰與困境。1967年1月29日，澳葡當局與中方簽署協議，希望保住澳門這塊

殖民地。葡國考量的著眼點之一，可能是澳門經濟發展對本國帶來的好處（陳

堅銘，2005：172-174）。但是，「一二．三事件」卻是澳門去殖民化的開始。

該事件讓澳門民眾厭惡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同時又對「新中國」有所憧憬。

「一二．三事件」之後，澳民透過想像中的強大祖國，與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對

抗（李孝智，2016：23-28）。但北京政府基於冷戰地緣政治的考量，以澳門

作為拉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義陣營對抗蘇聯修正主義，形成中葡和解及「共

管」的形式（劉世鼎，2007：65），故使得殖民統治在「一二．三事件」後得

以繼續留在澳門，這也使得葡國在澳門的殖民統治延續到20世紀末。

事實上，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澳門的左派組織如澳門中華

學生聯合總會（學聯）、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婦聯）、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

聯）等先後成立，為華人、特別是基層提供各種支援，如贈醫施藥、學費低廉

的學校；為各行業提供各種協助，爭取權益、福利等。「一二．三事件」後，

澳門內部的華人力量，對澳葡政府並未採正面對抗，而是由代表北京勢力的本

地菁英集團（包括代表資本家的中華總商會、代表婦女界的婦聯和代表工人的

工聯、澳門街坊聯合總會﹝街總﹞等），掌握了意識形態、文化以及政治主導

權，並在中央的支持下一躍成為回歸之後新統治集團的組成部分（劉世鼎，

2007：61-62）。因此，自「一二．三事件」之後，澳葡政府的管治權威盡失，

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社團與街坊組織接管社會，更凸顯澳葡政府的衰落與無能。

而後1974年，葡萄牙國內發生「康乃馨革命」（四．二五革命），獨裁政

府被推翻。葡萄牙開始建立近代民主政權，葡國政府進一步宣布放棄海外殖民

地，宣布實施「非殖民化政策」，不再把澳門當作是殖民地，而是中國的領土

並由葡萄牙管理（黃宏耿，2016：76）。但由於當時中國因文革並未關注收回

澳門問題，此後澳葡政府對於澳門的管治更趨消極，無心施政的澳葡當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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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外，還千方百計地掠奪澳門的資源，將巨大的經濟利益

輸送回本國，貪污問題嚴重（盧兆興，1999）。因此，形成澳門對於葡萄牙政

治認同的低落。

至於澳門部分，殖民時期被少數葡裔及本地利益集團寡頭壟斷的立法會，

是造成澳門政治文化保守的歷史因素。自從1887年清政府與葡國簽訂了《中葡

友好通商條約》，葡國對澳門的殖民統治採取的是高度中央集權，一切重大決

策都必須經由里斯本當局批准，所有公務員、官員及法律界都是由葡裔人士出

任，權力未曾下放給中國人。雖然1974年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推翻獨裁政

府，開始讓殖民地實施自治，但整個統治思維仍以由葡國總統任免的總督為中

心，總督被賦予高度的行政、財政自主權甚至立法權，不必對被統治者負責。

葡萄牙國內民主革命勝利之後，才開始按照現代西歐民主政治來改革澳門

政治架構，立法會才開始轉變為由直選、間選和委任產生的議員組成獨立的立

法機構，但此時澳門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一個以總督為代表，由一批流動性很

大的外來官僚控制的體系，華人參與的機會極少。在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

正式實施之前，立法會全部由官委議員組成，大部分是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

如1974年的立法會，在15個官委議員中，只有3位是華人。1976年第一屆立法

會，只有一個華人經直選途徑進人立法會；1980年第二屆立法會，則一個直選

華人議員都沒有。澳督因此在第一、二兩屆立法會特別委任兩位華人議員（余

振、劉伯龍、吳德榮，1993：84-85）。請參照圖六所示。

年分

圖六　1976 ~ 2009年澳門立法會華人議員比例圖
資料來源：蔡永君（2013：107）。

註：圖中畫線處為澳門回歸的1999年。

政治學報(70)-02 林政緯.indd   59政治學報(70)-02 林政緯.indd   59 2020/12/31   下午 02:49:172020/12/31   下午 02:49:17



60 政治學報　第七十期（2020.12）

1976年，澳門首次引進西方直接選舉制度，但是並沒有因此激發澳門華人

的政治參與意慾。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當時選舉法對選民條件的限制，當時的

選舉法規定澳門華人必須在澳門居住5年才可以登記做選民，葡人或土生葡人

則沒有這個限制。因為很大部分的華人是從大陸遷來的新移民，這個在澳門居

留年期的要求，使得他們不符合選民資格。所以，第一、二兩屆立法會選舉的

結果，幾乎由葡人或土生葡人壟斷。這情況直到1984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才改

善，是年的新選舉法給予所有澳門居民，不論其在澳居留長短，皆有同等的投

票權利。

1980年代以來，葡國與民間社團通過議會「談判協商」的形式，粉飾上層

集團利益輸送、消弭群眾政治行動能力與對抗性的「去政治化」格局，對澳門

保守封閉的政治文化產生影響（劉世鼎，2007：63-64）。1990年，《澳門組織

章程》根據中葡簽訂「聯合聲明」的要求進行修改，華人對立法會及行政機構

的參與才漸漸增多，更進一步形成葡澳時期社團的特殊地位。此後，社團在澳

門社會中發揮了「擬政府化」與「擬政黨化」的功能。

所謂「擬政府化」是指在澳葡時代，由於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與社會管

治方面的缺位，而導致作為民間組織的社團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物品

與公共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管理的職責。社團的「擬政黨化」，是指作為非政

治組織的社團，在澳門卻承擔著作為政治組織的政黨的諸多功能，包括利益代

表、政策諮詢、菁英輸出等，其中，最顯著的政治功能就是參加選舉，社團成

為政黨化組織，由此導致社團「擬政黨化」現象的出現。在澳葡殖民體制的治

理結構中，上層政治權力並非源自於澳門社會內部，而是源自於管治國的葡萄

牙中央政府，殖民體制下政治參與渠道的非民主化設計，嚴重壓縮政黨在澳門

產生的空間。「政黨缺位」所形成的功能真空產生替代性需求，於是，澳門民

間社團的功能逐漸取代了政黨所應承擔的功能（婁勝華，2017：50-52），7因而

形成建制派之形塑。

回歸前的「立法會」，不同界別的政治力量分為「建制基層」、「新興民

主陣營」、「建制商界」、「新興商界」和「本地葡籍」等五大類。「建制基

層」是指一直在澳門政治生活中占主導地位之華人社團組織，包括街總、工聯

7 具體地說，在澳門社團的擬政府化有兩個功能：一是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二是

社會管理與社區自治。調解社會糾紛、協調社會矛盾等社會管理工作是許多澳門民間社

團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澳葡時代由於相關法例不全，居民遇到紛爭，首先不是尋求

政府部門或司法機構，而是會向街坊會投訴、諮詢，於是，街坊會便介入其中，加以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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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婦聯等主要傳統社團；「建制商界」主要為與澳門中華總商會（中總）和其

屬會社團具密切關連之競選團體和組織；回歸後另新增「建制專業」類別，其

則指屬委任性質，並具專業背景的力量（蔡永君，2013：109）。基於上述分

析，澳門在政治上的自治力量，相較於香港是較為弱化，社團政治的模式，在

具有高度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社團政治下，自然形成體制外之親中。這使得

澳門出現「建制外的中國人認同」現象。

柒、中英的較勁：香港回歸前的「雙重中心」政治

「雙重中心」架構的國力或文化影響力，對國族身分認同有重大影響。

我們先從港英時期的英國來進行分析。香港是在大英帝國全面崛起為世界立法

者的時代，以「殖民」形式被納入帝國體系之中。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英國

已相繼通過光榮革命、工業革命，並以世界性貿易殖民建立一「日不落」大帝

國，進入了輝煌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Victoria Era: 1837 ~ 1901)。在英國式

的貿易殖民下，雖然帶有以暴力摧毀殖民地本土秩序的手段，但同時也讓殖民

地進入全球體系，為殖民地帶來現代化。故正是借助於大英帝國的全球殖民過

程，使得香港進入現代世界體系（田飛龍，2015：8-9）。

二戰後，英國過去的殖民地相繼脫離殖民，如印度、緬甸等紛紛取得獨

立地位。為維持對香港的統治，英國政府於1945年提出《殖民地拓展及福利法

案》，以100萬英鎊對香港進行10年的發展規劃。同時英國並由港督楊慕琦爵

士推行改制改革，增加香港人民在政治之參與及影響力，以換取在香港的統治

（余震宇，2016：1-3）。

1949年在中共建政後，英國非常擔心中國提出對香港主權回歸的議題，因

此，在政策上進行改革措施，如禁止國共兩黨的外圍組織活動、重新訓練一支

香港防衛軍、修訂了教育法例，賦予港督擁有關閉學校及取消教師執教的權力

等（劉潤和、高添強，2011），以減少愛國概念與公民觀念的灌輸。雖進行對

香港的建設與改革，但直至1950年，香港仍只是一個依賴少量轉口貿易生存，

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城市，並無現代大工業 (Schenk, 2001: 4)。

後來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思潮驅動，1967年香港內部爆發一場親共人士對

抗香港政府的暴動，稱之為「六七暴動」。香港發生「六七暴動」後，英國政府

計劃在短時間內盡量提升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以大幅拋離中

國內地，以此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的優勢，從而影響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時

的態度和政策。且在麥理浩總督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的帶領下，進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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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改革與福利政策，殖民政府先後創立廉政公署整治官員貪污，設立勞工署

調解勞資糾紛，制訂解僱補償等勞工保護法例，同時啟動興建公屋和「居者有其

屋」計劃、開發新市鎮、撲滅罪行運動、清潔香港運動、興建醫院等，以及實施

九年制免費基礎教育，興建地下鐵路和實行政制改革，為香港1970至80年代經濟

高速增長奠定基礎，同時孕育出香港人自覺的本土身分意識，因此，麥理浩時代

被視為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李彭廣，2012：62）。

在「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強化對香港的統治，同時反擊左派散

播不利香港政府的資訊和主導事件的論述，特別成立「特別宣傳小組」主導輿

論，並打擊左派論述，營造香港市民的「恐左」情緒，有助於增加市民對香港

的歸屬感。「六七暴動」香港人面臨在支持中國政府抑或是香港殖民地政府之

選擇，進而促使香港人民思考個人的身分，並弱化香港內部的中國政治影響

力，以及降低對中國之政治認同。香港居民愈趨信任香港政府，民族意識和生

活形態與中國漸行漸遠，最終在香港經濟發展優於中國的情況下，形成香港居

民的優越感，而發展出「香港人」之認同。「香港人」一詞甚至從「中國人」

的母體逐漸分離出來，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身分（許崇德，2018：78-
91）。「香港人」的含義可以表述為：具有隨心所欲的消費能力、掌握中英雙

語能力和擁有民主法治政治理想的中國人（黎熙元，2005：16）。

總體而言，就港英時期，英國對香港的治理模式分析，英國作為20世紀的

商業帝國，其國力的強盛自然是不容質疑的。且大英帝國對於海外殖民地的管

治，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因此，形成特殊的英式殖民地治理模式，儘

量維持當地原始狀態，同時管治方式貼近當地文化，並減低出動軍警鎮壓的機

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一、給予在地殖民地總督最終權定權 (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二、不傾向主動開展大刀闊斧的改革 (prefer 
reaction to action)；三、重視建立「軟實力」，相對地對於主權沒有那麼執著。

因此減少中央集權對於香港的投入（鄺健銘，2019：26-27）。

上述關於英國對殖民地的管制模式，又有學者稱之為「懷柔殖民管治模

式」，主要特徵有：「尊重法治、人權與自由，保護私有財產，有限職能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輕徭薄賦，以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在經濟領域中發揮主導

作用，保持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港元幣值的穩定，盡量少介入和干預華人社

會的生活、傳統、習慣和宗教，盡量減少暴力鎮壓手段在管治中的角色，在施

政上重視民意搜集和廣泛諮詢，盡可能避免擾民和加重民眾負擔，實行輕巧治

理 (light governance) 等」（劉兆佳，2014：1）。因此，在此統治模式之下，輔

以英國實力的作用，自然強化了香港人民對英國的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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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國人把英倫法制基本模式移植到香港，但這並

不等於說所有英國的法律都適用於香港，也不等於香港的法治水平與英國本土

的法治水平看齊。在香港，法制主要是維持和鞏固英國殖民統治及其威權主義

（而非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工具，在很長的時間內，華人在香港法制下得到的

待遇遠較英國人在英國本土法制下的待遇為差。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來自大

英帝國的統治階級壟斷了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和律政部門的主要位置，其中

部分成員歧視華人（陳弘毅、文基賢、吳海傑，2017：445-446）。1984年，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的政制和法制開始有較重大的改革，包括港英政府

根據1984年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和白皮書推行的立法局部分議席選舉。1985年，

中國政府成立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

《香港基本法》）的委員會，《香港基本法》為1997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制和法制提供藍圖。

事實上，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非政治」的社會：香港

的政治主權和重大政治決策並非掌握在香港人手中，而是由高高在上的英國殖

民政府控制（吳增定，2002：17）。根據金耀基的說法，其認為港英時期的體

制，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行政吸納政治」是指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政府把社會中菁英或菁英團體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行行政結構，因

而獲致某一層次的「菁英整合」，此一過程給統治權力賦以合法性，從而建立

一個鬆弛但整合的政治社會。在這個行政吸納政治模式運作中，英國統治者與

非英國的（絕大部分為香港人）菁英共同分擔決策角色的行政體系，並將香港

社會經濟的菁英吸納至行政的決策機構。從而，在行政體系之外，很少有與這

個體系站在對抗立場的政治人物；即使有，其政治影響力也大都是微弱無力的

（金耀基，1997：27-28）。

除了政治菁英吸納之外，行政吸納政治的另一個途徑是「諮詢」。金耀基

認為：「香港行政還有一個極為特殊的制度設計：即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

設有諮詢性的機構。相關委員會的目的是使各個行政單位能廣泛地經常地接觸

社會各界的人士及他們的意見，以使政府的決定盡可能地符合公眾的意願和利

益。因此香港行政這個諮詢性的制度設計，使政府對社會的意向有更敏銳的反

應，因而常能化解許多潛在的衝突，同時，也使政府不至孤傲地脫離社會，形

成一個閉鎖的集團」（金耀基，1997：37）。是以，在政府之外，香港始終沒

有出現過具有威脅性的反對性政治力量，這是香港政治模式中英國取得政治權

威合法性的方式，也是使得港英時期政治安定的原因，同時形成香港在體制內

的反中行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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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立法部分也存有對於香港的本體認同之形塑，香港自70年代中後、

80年代初期出現中產階級或是專業人士發起的論政團體，如香港觀察社、匯

點、太平山學會等。「六四」事件後，各論政團體中關注民主政治發展之人士

與學者組成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以反「中」抗共為其目標，成為香港政

治領域中民主派集結的先聲，傾向親英抗「中」。更在1991年香港立法局選

舉，港同盟在18席直選員額中當選了12席（鄭文翔，2018：40），成為香港政

壇的新興勢力，同時凸顯香港民主派與親共勢力競爭中，代表民主治港力量的

上升。

回歸後，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更積極介入香港政治。中國政府透

過經費攏絡議會建制派之勢力，以弱化香港代議政治的功能，並不斷激化內部

反中挺港的政治意識，甚至在議會內呈現反中挺港的本土派（泛民主派與香港

自決派）與親中派（建制派）的兩股力量競逐。尤其在2014年爭取立法會普選

的雨傘運動後，香港內部反中力量不斷強化，雨傘運動後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

中，泛民取得26席，本土派取得3席，獨立取得1席，而建制派則取得40席。相

比上屆，非建制陣營多了2席，建制陣營少了2席。

整體而言，反對陣營勢力沒有減少席次，除了三位新崛起的本土派外（青

年新政的梁頌恆、游蕙禎、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還有三位社會運動出身的自

決派（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何明修，2017：69-70）。從英國殖民統治

開始所奠立厚實的議會政治，使得香港在回歸後，其議會功能仍保持部分力量

來代表香港民意，使得香港政治認同模式，呈現出建制內的本地認同型態。

捌、個案的歸納與現況的討論

本文以雙重中心的邊陲為分析概念，去討論三地的認同模式。就歷史比較

的途徑來說，雖然可以透過類似過程追蹤 (process-tracing) 的方式來理解個案的

脈絡與結果的異同 (Mahoney, 2015)，但基於讀者閱讀的需要，筆者將上述內容

的整理於表四。

從上述的個案比較來看，我們可以對港澳回歸之後的中國人認同歧異，找

到一些歷史的溯源。當然，歷史解釋只是一個分析面向，我們還需要找出更多

的因素來討論。但透過歷史的耙梳來理解現況，是一個可以加深我們對此議題

有更深入理解的方式。

香港回歸後，英國與中國的國力差距其實並不大。但在「六七暴動」後，

「香港人」國民身分認同的形成，和香港的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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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中國強調中央集權。學者認為，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由於北京政府擔心

分裂，因此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

例地進行對於香港的全方位改造，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

消滅（鄺健銘，2019：28），從而使得回歸後的香港在對中國的認同上愈來愈

弱化。而若由政治制度來探討回歸後的香港對中國之認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體制而言，雖然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所享有的基本權力—即在制定法

律、財政決定和監督以及監察政府—與殖民時代的立法局大致相同。但是，

由於行政機關不再擁有對立法機關控制之憲制性權力（主要是委任議員的權

力），因此，香港的政治體制在1997年回歸後出現重大改變。

《香港基本法》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設計，並不利於香港政黨

政治發展。由於參政者可以以多種不同性質和背景的功能界別作為晉身立法會

的權力基礎，此導致香港的政治力量多元分化而非整合於某些政黨（陳弘毅，

2014：8）。《香港基本法》設立的政治體制隱含著對政黨發展和政黨政治的

抑制，可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一大特色。由於《香港基本法》所規定

的政治設計未能對社會中的利益和權力進行有效的整合，於是發展出一種「憲

政式制外的政治安排」來發揮這種功能。學者劉兆佳將這種安排形容為一個

「管治聯盟」。主要由香港菁英人士組成，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

表四　對於三項個案歷史比較的彙整表

內容

個案

金門（1992 迄今） 澳門 (1949 ~ 1999) 香港 (1949 ~ 1997)
雙重中心的國力／文

化影響力對比大小

較大 較大 較小

影響認同的關鍵事件 1994年的「金馬撤軍

論」

1966年的「一二．三

事件」

1 9 6 7 年的「六七暴

動」

事件意涵 金門人認為被臺北政

府遺棄，而尋求新的

認同。北京政府藉由

崛起的國力，強化與

金門的經濟交流。

澳民開始厭惡葡國統

治。此外，葡國國力

不強，無法改善對澳

門的治理狀況，加速

澳門對北京政府的期

待。

英 國 政 府 的 國 力 較

強，有能力積極建設

香港，避免類似暴動

的再發生。這讓香港

人對英國統治產生一

定程度的信任感。

議會的表意功能 最大 最小 較大

制度化與否的意涵 金門住民對中國人認

同與交流的強化，得

透過金門政府或議會

表達。

對於中國人認同的方

式，透過民間社團與

其他力量進行表達，

非透過議會。

透過議會力量（本土

派），表達對中國不

滿與對香港自決的支

持。

認同模式 建制內的中國人認同 建制外的中國人認同 建制內的本地認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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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勢力，同時中央政府也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整體而言，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一個「民主和威權主義的混合體」，前者反映於立

法機關（即使它並非代表完全的民主），後者則反映於行政機關和來自中央的

干預；這樣的制度是充滿矛盾的，民主和自治因而受到限制（陳弘毅，2014：
8-9）。因此，這形成香港民主人士批評中共中央弱化香港自治的依據，也使得

香港出現體制內的反中意識。

回歸後澳門的政治安排，大體上延續了殖民時期的威權統治結構與思維。

雖然官員換成了澳門的中國人，特區政體的最大特徵依舊是「維持統治者的

獨占權力」，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提名權被中華總商會及傳統社團壟斷，造就

「小圈子」選舉，體制內官員和民間特權集團相互結合（劉世鼎，2007：63-
64）。回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

基本法》）在設計澳門特區政治體制時，貫徹的核心理念是「行政主導」，因

此，並未真正落實立法對行政之完全。而澳門特區立法會正是欠缺西方議會中

「與政黨政治相結合的要素」。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特區不存在政黨，澳門

特區的立法會則只能與社團政治相結合，而且澳門立法會大部分議員都有社團

背景，也算是有組織、有派別歸屬，且並非由議員個人組成，而是由一股政治

力量所組成，形成特殊的社團社會（周挺，2017：105）。

對比香港的情況，一般澳門人民對於民生問題較為關注，弱化了政治社團

在澳門的認同，而形成以社團為主體的社團政治現象。此外，由於強調行政主

導，澳門的立法行政關係中，也存在著兩個特性。主要為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

擁有了比議會更大的制約權，確保行政主導，行政長官擁有了包括委任部分立

法會議員、任免檢察官等在內的各項廣泛的權力。同時《澳門基本法》規定行

政長官和政府具有政治制定的權力，多數政府政策不需經立法會同意（除修改

法律和撥款外）。政府亦有提案權，立法會的提案基本上都需要行政長官的同

意，但是政府在預算執行，不須經立法會可直接修正預算，使得立法會的財政

監督權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鄞益奮，2010：48-49）。

由於《澳門基本法》中，行政長官須優先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憲制義務，欠

缺執政社團的存在空間。這是因為澳門政府擔心社團力量干預，影響行政長官

的權力運作。 因此，澳門參政社團體限於提升自身對澳門政治的影響力而非執

政權。也就是說，在澳門參政社團競爭與努力的著眼點是在立法會議席範疇，

而非行政長官的位置（周挺，2017：106）。澳門政治的另一特性，為澳門立法

會中缺乏相對應的二元制約。澳門雖有親特區政府派與反特區政府派的兩股力

量，但是對於行政權的監督卻是相當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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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目前的立法會監督在現實中表現出的是一種建制派監督與反對派監督

二元對立的狀態。就建制派而言，它其實只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政治勢力而已，

它們與特區政府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建制派一般被理解為「愛國愛澳」陣

營的同義詞，無論政府做得如何，建制派的身分標籤都會帶給成員成為行政長

官的機會，帶給成員更大的政治生存空間。建制派內部社團之間並非是一種政

治共同體關係，而主要是一種利益共同體關係，建制派內部派系林立的情況

下，社團間團結性很不足（周挺，2017：106）。

至於反對派不僅被視為反對特區政府的力量，更視為是「愛國愛澳」的對

立陣營。通常反對派難以爭取行政長官之職位，甚至在立法會中也被視為破壞

社會穩定者，使得反對派一直無法取得政府的資源，反而趨向以批評政府的角

色或揭露政府弊病的方式獲取支持，故而導致反對派在澳門特區的政治環境中

只能扮演少數派的角色。這形成在立法會中不對等的二元制約，自然無法成為

立法部門對行政單位的有效監督。

金門的部分，目前隨著與中國大陸的交流愈頻繁，在金門的自治發展上，

對於兩岸合作的重視愈來愈大，金門縣政府甚至在2015年，於行政架構中設置

大陸事務辦公室，強化金門在民生、旅遊及經貿等發展。依新功能主義 (neo-
functionalism) 的論述架構來看，由「溢出─溢出條件─政治化」的三階段整合

論（黃錦鐘，2013：136）解釋金門對中國大陸認同形塑過程發展，可視為由經

濟依賴─事務性合作─政治共同治理三階段。目前金門已由經濟依賴，逐步朝

向兩岸事務性合作的階段，如2018年的通水即為事務性合作的開展。

未來除了通水，金門可能推動更多與中國大陸的事務性合作，這將會對於金

門地區的政治發展帶來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的政治認同，將可能逐漸受到強化。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9年1月出席《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

上提出，未來會持續推進金門、馬祖地區與福建省之「新四通」的合作構想，

逐步與金、馬與福建沿海地區就「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等進

行合作（繆宗翰、翟思嘉，2019：中央通訊社），並推動兩岸文化教育、醫療衛

生、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等相關政策性之合作，以協助金門與臺灣其他離島

之發展。

金門先天發展條件的限制，加上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未來朝向兩岸共

同治理的可能性愈來愈大。特別是與民生相關之議題的共同治理，基於金門未

來走向與中國大陸事務性合作之可能性，在相關治理模式的提出，亦愈來愈清

晰，如有學者提出「兩岸共同治理」模式，主張除了兩岸各自的境內事務之

外，與兩岸相關的所有事務都可以稱為兩岸共同事務。雙方可以成立「兩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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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務委員會」，共同策畫、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兩岸共同事務（李毓

峰，2012：89；劉國深，2009：1-7）。艾明江、張永汀、葉迎提出的「兩岸多

軌治理」，就是在擱置現有主權爭議的基礎上，採取包括政府、政黨、社會團

體媒介等多軌治理路徑，共同參與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事務，最

終發展成兩岸的統合治理模式（艾明江、張永汀、葉迎，2008：89）。唐樺認

為兩岸跨境治理的核心即在增進兩岸人民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合作關係體

現兩岸公權力機關與公民社會對於公共事務之合作管理（唐樺，2014：516）。

因與中國大陸的交流頻繁、加以經濟上之依賴，未來金門居民基於地方發

展，將可能如「新功能主義」的外溢 (spill-over) 效益所言，由經濟進入到政治

層面進行整合，即經濟的利益（經濟層面）走向民生需求的事務性合作（政治

層面），隨著小三通、通水的逐漸開放下，未來將可能使金門地區居民的中國

人認同有愈來愈強化之可能。

玖、結論

透過「雙重中心下的邊陲」概念與歷史比較途徑，文中將金門、澳門，以

及香港等個案進行研究。透過這項工作，本文討論三地對「中國人」之國族認

同，為何會有異同。當然，筆者一再強調，歷史途徑只是一個解釋面向，中國

在港澳回歸之後的政策制訂和執行，以及兩地的經濟發展因素，可能是影響現

今港澳民眾對中國友好或敵對的直接因素。本文的貢獻，只是從兩地回歸前的

歷史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並加入金門在1992年之後的個案作為跨個案分析。

在自變項上，本文以雙重中心的國力大小對比，以及議會的制度化程度，

分別作為中國人認同以及實行手段的解釋途徑。這兩個變項，一個是綜合國力

大小，一個則是國內的議會政治。透過這兩個不同屬性的概念，來做為我們的

分析框架。就本文的理路而言，我們將金門、澳門與香港，定位為「體制內的

中國人認同」、「體制外的中國人認同」，以及「體制內的本地認同」幾個模

式。透過這種比較分析，吾人可以更清楚地釐清三項個案的歷史發展與變因輪

廓，故對於這項議題的深化，當有一定的貢獻。

最後，由於本文僅採用三項個案，因此「雙重中心邊陲」的分析框架，是

否能用在其他地方，或許還要再探究。若這項研究能夠繼續深化，或可以納入

更多其他國家的個案，涵蓋歐洲或美洲等地，將該項概念投射到更宏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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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領域。這對於世界體系理論或依賴理論等學理，以及相關的殖民研究

或後殖民研究來說，可能得以提供清楚且富學理的分析架構。這些學術工作，

都值得後續的深究與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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